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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生活就是路径

北京、朝阳、四元桥外 ：西八间房。

在一座占地不到四十亩的院落，进出其间的人一半以上都戴着眼镜，就这

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培养出了六十余位在职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知名学者和企

业家更不胜枚举，这里就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所在地。

2007 年底的一天，我们偶然聊起母校即将迎来的建院三十周年，便发心为

母校尽些微薄之力，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本校友访谈录作为献礼。

三环路、红领巾桥、东郊的咖啡馆 ：普洱茶一壶。

在学校院庆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编委会”在此成立，滕征辉师兄牵头做

了编委会主任，喻建欢总责其事，昔日一干球友唐磊、汤铎铎、刘江等人纷纷

前来助阵，各自负责具体工作，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魏志强师兄被专门邀请助拳

谋划。

北四环、亚运村、湘西的土菜馆 ：大碗盛酒。

一干师兄弟围坐一桌，纵忆研院往事和校友风采。经济所张平师兄对经济

界的掌故如数家珍 ：从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等八位部长驾临经济所，到巫

宝三、顾准、刘国光、张卓元、吴敬琏等大学者济济一堂，当年国内经济学翘

楚唯我社科院经济诸所。

酒入酣时，各抒己见，大伙回想改革之初，社科研院的莘莘学子生逢其时，

他们年轻没有框框，师从社科院各所身在第一线的研究老师，参与当前的改革

实践，接触吸收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练得一身硬功夫，行走在改革的最前端。

1979 年，以“改革四君子”中社科研院 78 级学生黄江南等为核心，他们自组

“青年经济论坛”，亲历“老青对话”。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如在耳边 ：“这是建

国以来中央第一次听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讲经济”。随后，82 级的华生、张少杰

等人又在莫干山以“价格双轨”一战成名。从此，奠定了社科院学子投身改革

的传统。



VI

酒 过 三 巡， 渐 入 佳 境，《 三 十 年 三 十 人 》 最 后 确 定 为 两 本 书 ：《 指 点 江

山—经济改革卷》、《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十里河、八间房公司、无茶无酒 ：一摞文稿。

捧读三十人的采访，众编委都兴奋地介绍着自己的收获 ：“改革四君子”的

黄江南会告诉你经济改革实践的缘起 ；“京城四少”的樊纲会将我国成功转轨的

经验娓娓道来 ；喜欢看未来的冯仑会滔滔不绝地讲民营企业的前世今生 ；低调

的张德霖会平静地向你复述“国企改革的现实逻辑”；偏爱“走那条窄路”的郑

秉文会帮你梳理我国社保改革的历史脉络 ；而听张少杰和华生回顾“价格双轨

制”的历史意义，你又会感受到当事人那种“我们都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的

理想主义情怀。思想界，更是异彩纷呈 ：我们可以从启蒙、法治、新闻、教育、

学术、文学等多个领域了解三十年思想界的来龙去脉，听名家演绎从美国文明、

欧陆思想到史前文化的精髓。

在诸多出版社中，编委会与中信出版社的《比较》编辑室最为投缘。肖梦

主编本身就曾是社科院财贸所的老师，带着一水儿的女将，对我社科学术界耳

熟能详，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大量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没有她们，就不会有大

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似乎不可避免。

在各种关切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又看到了研究生院毕业生们那些熟悉而活跃的

身影。中国将如何从这场危机中重新走向繁荣，我们尚不得而知 ；但我们可以

肯定的是，这些身影是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挺起了脊梁，就托起了希望。

三十功名尘与土、万里山河云和月。三十年，说长不长，但对人的一生来

说，绝不算短。

三十段采访对话，惊现改革三十年三十组现实注脚，三十个人生故事，浓

缩三十年改革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三十年的沧海桑田，

求解自我的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是路径。

再次感谢三十位接受采访的校友们。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

《八间房丛书》编委会

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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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 
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二百年多前康德对“启蒙”的解说今天仍言犹在耳 ：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

为力。”用徐友渔的话来说 ：“启蒙就是解放思想，冲破愚昧

和迷信认识 ；启蒙的对象是无知者或无勇者 ；凡先觉悟者，

即可启蒙后觉悟或不觉悟者，哪怕先后是暂时的，贤愚是相

对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方面对你启蒙，你也可以在那

方面对我启蒙。”

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一次全民族重新

接受启蒙洗礼的活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权力运行与个人崇

拜的结合会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是，对于一个有着两千

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来说，摆脱蒙昧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

程，即使在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大发展中，我们还会不时看到

身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群态。自晚清、“五四”以降中国进

步知识分子所开拓的启蒙活动，直至今天仍未完成其历史使

命。也许，面对人性中永远无法驱除的卑微和冥顽，启蒙精

神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徐友渔三十年来的思想道路和学术活动都可以视为围绕启蒙

这一主题展开，尽管这条路注定充满了险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徐友渔小传

徐友渔，1947 年生于四川成都，77 届四川师范

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为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

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等院

校访问学者，2001~2002 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

夫·帕尔梅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 20 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

西方政治哲学，是国内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

一，也是国内反思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学者。主

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

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 20 世纪》、

《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

的精神追求》、《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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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中国人应该学会尊重经验事实和逻辑，不能靠激情、 

冲动和乌托邦理想行动

问 ：徐老师，让我们从您 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

开始聊吧。我注意到您的硕士导师是徐崇温先生，徐先生主攻领域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哲学，但您最初的学术方向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两者似乎大相径庭。

答 ：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9 年，当我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考

社科院研究生时，本来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那年社科院不招数理逻

辑的研究生，我只好报了接近的专业，即英美分析哲学。招我入学的导师是

杜任之，这位老先生是位老革命家，他的兴趣是德国哲学，特别是尼采，当

时年纪也比较大了。但他很负责，要写论文时他决定在行政上由徐崇温先生

当我的导师，负责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希望学习分析哲学，就请北京大学的

洪谦教授在专业上指导我。每周我都要去北大见洪先生，包括硕士论文也是

在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文题目也是他定的。杜任之老先生虽然没有成为

我实际的导师，但他独有的胸怀和人格魅力一直让我感动，没有他的帮助，

很难想象我能走上分析哲学的学术之路。

问 ：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分析哲学为主攻方向，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吗？

答 ：不全是。经过“文革”，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反思，都希望中国能有

所改变，自己能有所贡献。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我考虑过报考于光远的，

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学术界很重要的一个人，当他的学生，毕业后

可能在变革现实方面有一些有利条件，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方面我

跟别人思路不太一样，许多人有抱负，也许理想也很纯净，但往往想法很直

接。比方考虑到中国贫困、被人欺凌，需要发展经济，于是就去学经济学 ；

或者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就力图去从政。而我自己习惯在思想层次

进行考虑。

经过“文革”，我个人最大的反思在于 ：在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在 

“文革”中，大家（包括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盲从、

那么简单、那么激进？ 

往深一层思考，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把“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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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民主”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认为他们的民主、人道主义都是虚伪的。

还有集体的那种大轰大嗡的情绪也时有出现，一人呼号，应者云集。直到现

在也没有完全改变。日前有些抵制活动就是这类性质的。

当我选择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已经超过三十岁，而且经过对“文革”的

反思，对中国人价值观等方面的不足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

中国的现代化除了需要经济、政治、制度或生产管理等方面改变以外，最根

本的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理解以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方面

需要进步。我觉得借鉴分析哲学可能是一种进路，因为分析哲学一方面要靠

逻辑，另一方面要靠经验，这两项正是中国人最欠缺的。中国人应该学会尊

重经验事实和逻辑，学会讲道理，不能靠激情、冲动和乌托邦理想来行动。

后来我的研究兴趣有所扩展，比如做过“文革”史的研究，现在做西方

当代政治哲学。但是最初的那个信念至今没有改变，一以贯之，就是要借鉴

西方，吸取我们思想文化传统欠缺的价值和改变思维方式。

问 ：我理解您这个信念就是致力于“启蒙”，帮助大众祛除蒙昧思想。

答 ：最初感觉我们的社会需要在思想上有重大的改变，后来这种感觉逐

渐清晰，思考什么是文明，如何走向文明。一开始也并没有那么自觉地做启

蒙的工作，不过这么多年所致力的工作确实有一条线贯穿着，你要用“启蒙”

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大体也是合适的。但这个“启蒙”并不是从严格意义的

学术上理解的，而是基于“文革”后对中国状况的体验和反思，希望中国摆

脱蒙昧，走上理性之路。

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向常识的回归

问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全面改革的起点，是否可

以当成新时期一次重要的“启蒙”活动？

答 ：在一个并非绝对根本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首先，我完全同意你

们所说，并且确实可以观察到，1978 年那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给改革开放

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说它是一场“启蒙运动”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确实处于蒙昧的状态。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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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凡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 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应算是一次标准的启蒙，它打破了“凡是毛主席说的就是真理”这一条。

不过，我 1979 年来到北京，发现有一批“文革”中没有停止阅读和思考

的朋友，在思想上已经超前于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的起因和有效范围是在实际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纯粹学术理论方面。虽然一

方面这场大讨论相对于“文革”状态是有决定性、革命性的一个突破—如

果没有 1978 年的那场运动，中国后面的任何进步可能都不会发生，以那场运

动之艰难、过程之曲折，对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功勋再怎么说也许都不为过，

但是，我们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认为它实质上是向常识的回归，是

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给予这次“思想解放”的“启蒙”活

动很高的评价，但从绝对意义上评价，它在思想或学理上还不是崭新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了，这对于以前不承认的时候意义

很大，但如果另外一个坐标是人类文明，与文艺复兴那样真正的启蒙相比，

这样的事就很难说在人类文明上添加了多少彪炳史册的东西了。

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今天，三十年中有过多次思想运动或者某种文

化思潮的起伏，有多少在严格意义上是符合“启蒙”方向的呢？

答 ：如果不是非要拿人类文明的尺度去量，而是用一个相对的尺度和中

国的语境去看，许多文化活动和思想运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你们提到“启

蒙的方向”，我觉得要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论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

那样，使“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1978 年到 80 年代末这十年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跟真正的启蒙很相似的东西，

经常能使人联想起恩格斯这句话。

下一个具有这个方向意味的运动，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热”。 

当时我们这批人已经较早走上社会文化舞台，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时候对文

化的尊重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今天我们拥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多元

的娱乐享受相比，那个时候大家唯一想的、可以做的就是看书，现在很难想

象那种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文化人，是非常怀念 80

年代中期那种“文化热”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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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几个例子。当时最早主动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是以汤一介先生

为首的“中国文化书院”。他们在全国办学习班，谈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比较

等等，可以吸引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参加，那是很严肃的知识普及和学理

讨论，这在今天有点不可思议。还有《走向未来》丛书，发行量非常大。我

们也办了学习班，讲当代最新的人文思潮。有一个学员是某大学的教授，通

六国语言，但他自己很真诚地从外地自费来北京学习。当时就是那样，大家

都如饥似渴、不顾一切的追求新知，而且有一种自觉的思想文化使命感。大

家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变革的、欣欣向荣的伟大时代，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跟这个社会潮流在一起的，充满了光荣与梦想。而在那以后，这种感受就

比较少了，当然希望还是有的。

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发展

问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走

上快车道，到今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如果用那句古语“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常理逻辑，是不是可以认为，经济水

平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也自然提高，或者说，启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

结果呢？

答 ：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刚好相反。更准确地

说，不是截然相反，而应该说启蒙要面对一个复杂得多的环境。

1992 年以后，下海经商流行起来，大家都争着去发财，然后从 1994 年开

始，《读书》就推出“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普遍感觉人文精神失落，道

德水准、艺术水准和美学感受都江河日下。这里我不愿意从整体上加以否定，

说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后，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反而降低了，从情感上不愿

意给出这样的判断。但我们周遭的事实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点 ：首先，个人

的发财致富如果不在一个社会公正的框架内进行，就会激发人们恶的一面，

也就是说，你不讲道理、不讲良心反而有可能发财 ；另一方面，金钱越来越

成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很重要的尺度，于是我刚才怀着深情叙述的 80 年代文化

热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文化生产也很少出现高雅的、带思想性的东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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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企业式的文化生产、批量生产开始出现并很快发达起来，

文化的大众化和低俗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从实际经验上，道德可能相对于经

济发生逆向运动。

你们提到的这种观点，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泽厚先生，他提出过“吃

饭哲学”，认为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民主、文明之类的问题最后解决。曾

经在大饥荒的时候，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那是最不道德的，但是如果那时

每家每月多几十斤米，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仓廪实而知礼

节”是完全成立的。但由于中国处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仓廪实而知

礼节”的效用在短期内很难见到，大家在道德上更多的是彷徨、无所适从。

问 ：也就是说，您不单纯地相信整个社会的文明修养、一个民族整体的

精神气质，是自然而然地随 GDP 的提高而增长。

答 ：是这样的。如果就这么放任自流的话，我可能要抱一个悲观的展望，

而不可能有乐观的展望。

问 ：改革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实际上，邓小平在 1983 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最近又在此基础

上提出建设“政治文明”，也是看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逻辑背后的实际

矛盾。

答 ：严格从学理上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发展。当然

某些具体情况会直接促进道德文化发展，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从饿殍满地

发展到衣食无忧，人吃人这种最不道德的行为就会自然消失。一般来说，经

济发展只是为道德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和准备了某些重要的条件。可是如果

别的东西比如制度、文化基础环境（社会对文化的尊重态度）很糟糕的话，

准备条件的效用也可能不会发生。现在提“政治文明”是为了修补制度上的

一些缺陷。最近余英时先生有一篇文章令我感慨很深，文章的题目是“待从

头，收拾旧山河”，我们曾经破坏的东西，需要一点点修复和改变。我们对于

这方面的认识，也不能归结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性问题，而应

该看到更深刻的制度、法理等机制。

我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和我个人被划归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

有关。我们看问题努力向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点看齐，所以我们提出的社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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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最高、最艰难的，但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是实务家，我当然选择支持最现

实的操作方式，但我要强调我们自己的学者立场，要坚持最根本的理念。

80 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本在同一个阵营里

问 ：您提到“自由主义学派”，我们都知道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思想

界逐渐出现分化，尤其是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两派都

提出了学理上的主张，十几年来在思想界有过几次正面的交锋，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两派的异同吗？

答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全在同一个阵

营里，没有什么区分。大家的思想和言论大方向是一致的，都声称自己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的传人，都要求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 90 年

代，“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 80 年代继承“五四”

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那些“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理念。但“新左派”

就批评“自由主义学派”没有与时俱进，仍陶醉在 80 年代的话语中，提出现

在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捍卫和继承，更要批评，他们对于现代化的取向从 80

年代的肯定、支持、争取变为 90 年代的批判、消解、否定。

“新左派”感觉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时代，简单地说就是随着

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有了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危险。这种认识或者说思想选择，

刚好和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等西方新左派话语能够嫁接在一起。我有一篇

文章叫《中国社会转型的两方面问题》，也谈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已

经开始出现。但这里有一个主次轻重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在社会性质

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于是把他们所有的批判转向这个新问题。现实情况符

合他们的分析吗，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吗？我认为，要面

对中国的现实，诊断中国的基本问题，需要现实感，同时也需要均衡感。不

能忽视诸多问题间的数量比例和主次关系。中国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种，有

旧体制—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出现后新的，类似资本主义性

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阶段，前一种问题为主，后一种问题为次，而且后一

种问题依靠前一种问题来起作用。



9

徐友渔

我坚决反对“政治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

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文化保守主义”也逐渐走到思想界的前台，

发出许多声音，并且这些声音似乎越来越洪亮有力，您是怎么看待自由主义

与它们之间的异同的呢？

答 ：如果说“新左派”跟“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是 90 年代基本的思想

格局，到 90 年代后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加入便形成三足鼎立，这种格局代

替了此前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新左派”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新儒

家”这些思想流派缺乏正面和系统的看法。

在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这方面，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有天然的亲和力，代表者如刘军宁等。照刘军宁的解释，自由主义就

是保守主义，他觉得两者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东西。而自由主义从学理上来讲

确实不喜欢那种激进的、革命的、大破大立的社会变革，所以刘军宁甚至把

“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解释为一回事。这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学者在鼓吹

“文化保守主义”方面甚至比“文化保守主义者”做得更多、说得更雄辩。另

一批学者如袁伟时等还是基于中国背景，从“德先生”、“赛先生”的角度、从

坚持启蒙和现代化导向来理解“自由主义”。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我

自己出于同情心的理解也有。对此我有一个考虑，就是从实际而不是从教条

出发，应该说，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大国，尽管传统里面有许

多诸如“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等荒谬的东西，但不能完全抛弃传

统，对于传统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曾经我们通过行政手段把传统文化当成“封建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破

坏。考虑到这种情况，当我面对国学或者文化传统大力复兴的时候，并不认

为是一种坏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文化秩序的恢复，是一种补课。

这种恢复、补课我坚持在“文化儒学”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政治儒学”

所主张的那样，要恢复“君君臣臣”的皇权制度，“君子小人”的等级制度。

它主张，现代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普选制很糟糕，要承认天生贵族，说一

人一票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大学教授和 18 岁的待业青年在道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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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各方面都不可能平等，要恢复传统的道统和传统的政治秩序（就是要

讲等级制），这种“政治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我是坚决反对的。

自由主义必须学会直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问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到 2001 年

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较之以往更加深入、全面地介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它越来越受到关注，各方面的利益博弈也

更为复杂，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逐渐增强，从 1999 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

使馆被炸事件、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到不久前奥运火炬事件的国人反应都可

以看出这一点。这方面，“自由主义”怎样看待“民族主义”？

答 ：“民族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它在新世纪之交勃

兴，势头很强，甚至一下子就超过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之间的关系十分有意

思。对于这一点，我愿意多说一些。

首先，自由主义从一个粗浅的维度，在一开始实际上跟民族主义有界限，

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主义特别强调不同文化间有差别的、

相对立的那一面，而如果你老是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一个国家的特殊国

情，就很可能得出自由、民主等普适价值不适合该国的结论，但自由主义恰

恰强调的是普适价值。所以自由主义者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激进非理

性的“爱国”冲动总是持批评态度。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某些自认为坚定的

自由主义者总认为应该拥抱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这些西方启蒙时代传下

来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于起源于西方的价值是全盘认可的，但有

些人陷入一种误区，即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西方国家的行为也总是

对的。这样的话，当中国跟某个西方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也认为西方

是对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坚持学习发源于西方的价值时，是否承

认国家利益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当中国跟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

是否应该有地缘政治学的考虑，而不仅只想到立国的理想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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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西方的立国原则、支撑它们的那种内在核心价值是一回事，

但这些和它们某个具体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一回事？我个人认为，西方的那套

建国原则同其国家利益应有区分。比如美国的一些人就反对跟中国做生意，

觉得是给中国提供就业机会，是剥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每个人、

每个阶层都会有自己自私的考虑。所以，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地

缘政治学、国家利益这些概念，但实际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最优秀

的知识分子，都很缺乏这个概念。

和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高全喜、李强等学者。实际上我们在“自由主义

学派”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中国也需要一种“理性爱国主义”，或者是

自由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跟那种泛滥的、

起哄的、狭隘的、狂热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对

立，我们除了拥抱普适价值外，也必须同时正视一个现实 ：作为一个国家，

中国的国家利益跟西方国家会有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文明跟野蛮的冲突，不

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

从这个角度上讲，自由主义者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继续启蒙的工作会有两

条战线。一方面，自由主义必须跟那种无条件认同西方价值乃至西方国家行

为的态度划清界限，学会直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要回避它，要理性地

支持正当的国家利益，合理地引导民众天然自发的民族情绪，这对于实现启

蒙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坚持国家利益一不小心就容

易滑向国家主义。所以，我很强调学者要有均衡感。

问 ：一个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必须保持开放性，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也应

当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丰富的社会现实和不断涌现的各种理论主张进行回应。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多种“主义”，如生态主义、社群主义、女性

主义等等，都包含着政治上的平等诉求和文化上的多元主张，相应的在中国

学术界和思想界，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也开始流行，您能简单评述

一下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吗？

答 ：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最新的思潮，也给西方自由

主义理论带来许多新的内容。因为还在发展，而且有很多微妙之处，所以这

里只能简单说说。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是用一种文化特殊性来挑战和批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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